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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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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大师，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都有较大或重大的建树，共出版专著11部，发表论文160多篇。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因创建“邹氏检验”（Chow Test）以及关于动态经济学的谱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而蜚声国际，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更是以邹至庄的名字命名，这些都奠定了他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泰斗地位。

邹教授一直热情关注和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积极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献策，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为普及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他曾撰写了《认识中国》这本惟一的非学术性著作。迄今，他已出版了《中国经济》、《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转型》等3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年，邹至庄教授还被新成立的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聘为学术顾问。
12月10日上午，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式在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幕式之后，年会特邀嘉宾、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大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为与会代表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3000多人做题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演讲。12月12日上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也在厦门大学召开，邹至庄再次应邀做题为“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问题”的主题演讲。
邹教授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收录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国经济转型》中，演讲的内容只是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在书中，邹教授运用了传统和现代的经济学工具，将自己在中国多年教学、生活和工作中积累的见解与理论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原因和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恩评价该书时说：“邹至庄成功地利用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了解，已经在现代计量经济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之融合为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步的评估，并且融于这个新世纪。他的著作为我们了解中国提供了权威性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邹至庄感到非常欣慰，在演讲的前半部分，他选取了国有资产、非公有制经济和对外开放三个重要的领域，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历程：
国有部门的公有资产，以前由计划经济决定，农业有人民公社，工业有国有企业。如何使国有产业按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邹教授认为可行性途径是推行责任制。农业方面，主要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劳动，多劳多得，工业方面也一样。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仍归国有，但经营权却是私有的。由于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掌握了经营权，因此获得的经济效益是最大的，由此可见，实行责任制是中国经济改革关键性的一步。
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中国政府则采取自由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这大大超出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想象。邹教授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有所松动，放手让中国人民自由地发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原则。以教育为例，国内许多私立、民办学校的蓬勃发展就是很好的佐证。
而从对外开放方面看，对外贸易之前一直由国家统一管理，随后逐步放开，由省一级政府管理，甚至私人企业也可参与。外贸已经自由化，中国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都能买到。邹教授说，他在美国超市里买的东西，许多都是中国生产的。对此，邹教授建议：在引进外资方面，不但要引进资本，还要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

对今后改革的展望
在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之后， 邹教授仍然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进行了展望。他认为，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公有部门已经不可能再按以前的模式来改革，现在采取的是股份制。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将企业转变为私有。邹教授建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股份仍要把持，不能全面放松，部分股份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股份依然需要由国家掌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是政府官员，与责任制明显不同，这会产生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国有资产属于国家，但管理人员会利用职权谋私利，政府官员管理国有资产难免会滋生腐败。邹教授以土地审批为例，论证了他的上述观点。
最近几年，非国有企业的自由发展也十分迅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赋予了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企业家，但中国能不能产生像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台湾的王永庆这样的大企业家？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谈到股市时，邹教授说，股市的产生应由市场决定，而不是靠政府的计划决定的。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金融市场一部分政府仍要监管，另一部分应该交给市场，通过市场途径寻找一个最合适、最有效的组织去运作。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参与世界全球化的过程，涉及货币、资产、信息技术、人力的自由流动。但在一些方面，中国仍然设有限制。对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非常关键的机遇。中国的银行、企业原本发展得较为缓慢，入世后，引进了国外的竞争压力，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了，发展步伐也加快了。当然，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比较保守、比较滞后的：一是银行方面，对外资进入仍然有很多限制；二是外汇管制，邹教授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了外汇自由兑换的障碍；三是汇率的管制，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吸引了外国投资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在人民币汇率能否由市场决定这一问题上，邹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将这一重要的决定交给市场。但他指出，管制也可以根据市场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可能看到人民币的低估使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减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外汇交易的逐步开放也有好处。
对于人民币是否该继续升值的问题，邹教授说：“如果不调整汇率，引进外汇后，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就会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容易造成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对人民银行造成很大压力，因此调整汇率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
中国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由于许多内容已被改革了，所以改革的速度会减缓。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邹教授对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作了精辟的阐述：一是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二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三是引进、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正是有了以上三个要素，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而不是“奇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因此第三个要素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减缓。
“三农”问题无疑是中国当前的热点，邹教授认为中国农民是很优秀的，几千年的积累使中国有着厚实的农业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贫富不均是政策问题但不是制度问题，贫富不均未必会影响增长。

对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国际上一直有很多批评，但是邹教授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却大量引用，对此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从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经济，也利用官方数据做了很多计量经济研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所得出的结果是合理的。数字的准确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两者是互相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大部分数据是可用的。” 
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积累
20多年来，邹至庄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问题。早在1980年他与克莱因教授主办了“颐和园计量经济学培训班”，首开了中国数量经济学教学的先河。1984年他邀请了一批海外经济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现代经济学培训班，为中国高校培养经济学师资骨干。1985－1995年，在他的努力下，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了为期11年的“经济学培训中心”。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转轨，培养了一大批熟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受过西方经济学正规教育、同时又与中国经济学界打了20多年交道的经济学家，邹至庄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很多东西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但有些需要改良。比如一个计量模型，描述的是美国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因此建立目标函数的方法还是可以应用，但表示的内容却不一样。现代经济学大部分在西方产生，但西方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很可能产生新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积累，有朝一日必定会对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一过程是步步推进的。

